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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在加沙对叛徒的处决
加沙最近的事件——哈马斯对合作者的处决——再次在全球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引发了激烈的争
论。在这些行动之后，一种熟悉的模式浮现出来：与哈斯巴拉叙事保持一致的评论员迅速谴责巴
勒斯坦人为“野蛮人”，并将道德愤怒指向巴勒斯坦支持者，因为他们没有以同样的热情谴责这些
处决。这些指控并不新鲜——它们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剥夺巴勒斯坦抵抗的合法性，并
转移人们对加沙及更广泛巴勒斯坦人口所遭受的不成比例暴力和系统性压迫的关注。

背叛的简要历史
历史上每场战争中，国家都试图招募合作者——那些愿意为了金钱、权力或生存而背叛自己一方
的个人。从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和纳粹告密者，到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再到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逻辑始终如一：情报是强大的武器，背叛是其代价。加沙也不例外。
然而，在这一背景下，对所谓“叛徒”的反应通过一种特别有毒且虚伪的视角被过滤。

叛徒的显著选择
在无休止的公开信息中，关于“带回人质”和“不让加沙挨饿”，人们可能期望以色列优先寻找能
够帮助释放人质的盟友。然而，现实指向了一个不同的议程。以色列支持了一个名为“人民力量”
的犯罪团伙，由亚瑟·阿布·沙巴布领导。这个团伙负责抢劫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并在加沙黑市上
以高价转售食品。加沙内外许多人都知道，亚瑟·阿布·沙巴布被自己的贝都因部落驱逐和抛
弃，部落宣布他和他的团伙为法外之徒。

这揭示了哈斯巴拉叙事的核心矛盾——声称关心人质并否认使用饥饿作为武器，同时支持犯罪合
作者，他们的主要“成就”是从自己人民手中偷窃食物。

背叛与惩罚
无论意识形态或地理位置如何，每个国家都将背叛视为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在战时，背叛自己的
人民可能带来致命后果——不仅对军队和政府，而且对依赖社会脆弱凝聚力的平民。因此，几乎
每个国家的刑法和军事法都为叛徒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通常包括终身监禁或死刑。历史充满了
例证。从二战后欧洲对纳粹合作者的处理，到冷战期间对间谍的处决，各国政府始终以严厉的惩
罚捍卫忠诚的神圣性。

即使在已远离死刑的国家，背叛在罪行等级中仍占据特殊地位——往往仍是最后几种仍可判处死
刑的罪行之一。在美国，联邦法律仍允许因叛国罪执行死刑。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叛
国及相关罪行如“对国家发动战争”仍可判处死刑。中国、朝鲜、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也是
如此，这些国家定期对政治或间谍相关指控实施死刑。即使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叛国在法律上
也可能导致死刑。全球许多政府仍坚称，背叛祖国是一项严重到足以正当化终极惩罚的罪行。



然而，当巴勒斯坦人惩罚合作者——那些被指控阻止人道主义援助到达饥饿人口的个体——时，
他们不是被描绘为自卫的人民，而是被描绘为出于野蛮行事的无法无天的暴民。那些在自己国家
支持或接受对叛徒严厉惩罚的观察者，当巴勒斯坦人为保护自己而采取行动时，却表达了道德愤
怒。

军事法与虚伪
一些哈斯巴拉宣传者现在声称，加沙的所谓合作者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这是一个方便的讨论
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急于将巴勒斯坦人描绘为因在战争中应对背叛而野蛮的人。但这故意无视当
地的现实：加沙已不再有功能性的司法系统。在以色列的破坏行动之后，没有法院、没有监狱牢
房，很可能也没有幸存的法官或检察官。整个社区被夷为平地。政府部门、警察局、法院——一
切都消失了。通常处理刑事调查和法律程序的机构已被炸成灰烬。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法庭审判
不仅是不可行的——而且是不诚实的。

这正是军事法存在的原因：它是一个为民事基础设施不再运转时设计的法律框架。军事法不是漏
洞——它是在社会崩溃时的最后手段系统。即使军事法在正确应用时，也包含公平程序的规定，
尽管是以简化的军事形式。可能不像电视上播放的西装革履的律师庭审，但仍旨在遵循基本的正
义规则——尤其是在时间、安全和社区生存都处于危险中的时候。

现在，将这与以色列系统的公然虚伪进行比较。以色列几十年来对巴勒斯坦人常规使用军事法，
不是因为缺乏运作的法院，而是因为军事法赋予国家更多权力和更少限制。儿童被拖进军事法
庭。被拘留者被关押数月而无审判。没有公开证据就下达定罪。以色列使用军事法不是出于必要
——而是关于统治和控制。

因此，当批评者突然对加沙的“公平程序”表现出热情时，问问自己：当以色列对西岸的平民实
施军事法时，这种关切在哪里？当以色列在没有审判的情况下拆毁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时，它在哪
里？当行政拘留被用来无限期监禁没有指控的人时？当儿童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被审讯时？

这不是关于正义。这是关于表演性愤怒——使用法律和人权的语言，不是为了保护弱者，而是为
了诽谤那些已经被围困的人。

故意抛弃
那些选择与敌人合作的人通常在战争结束时要求保护或撤离。这是间谍活动的潜规则：背叛者必
须被收买——不仅是用金钱，还有救援的承诺。在敌对领土上冒生命危险的代理人很少出于忠
诚；他们出于恐惧、绝望或机会主义而行动。他们几乎总是期望他们的负责人会在战斗停止时确
保他们的安全。

在加沙，亚瑟·阿布·沙巴布及其“人民力量”团伙是否曾从以色列获得这样的保证尚不清楚。
然而，越来越可能的是，以色列没有兑现承诺——或者根本没有真正的安排。现场报告显示，当
停火生效时，这些合作者被暴露无遗，没有撤离或保护，面对他们所剥削的社会的愤怒。

这不会是第一次强大的国家在他们的用处耗尽后抛弃其本地代理人。同样的模式在阿富汗、伊拉
克和越南反复出现，那里的口译员、告密者和为外国军队服务的民兵随后被遗弃，常常被自己的



社区视为叛徒而被追捕。对于占领者来说，这些人不过是方便的工具——在战役期间有价值，当
目标改变时则可抛弃。

一次性资产，有用的死亡

如果以色列愿意，它可以安排撤离或为他们提供庇护，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的死亡比活着时
更有价值。他们的处决变得有用——不是军事上，而是叙事上。通过让合作者落入哈马斯或当地
民兵手中，以色列确保这些人将面临迅速、公开的惩罚，然后可以作为巴勒斯坦残暴的证据广
播。哈斯巴拉代理人和媒体抓住了机会：分享了图形图像和视频，制造了道德愤怒，并大声提出
问题——“为什么巴勒斯坦支持者不谴责这个？”。这不仅仅是遗弃。这是宣传牺牲。

这一策略遵循熟悉的逻辑：将巴勒斯坦人描绘成非理性的、暴力的，并且本质上无法维护公正审
判或人权等“文明”价值。这使以色列能够摆出更道德一方的姿态——即便它从事集体惩罚、饥
饿围困和加沙基础设施的系统性破坏。在这一叙事中，合作者不是一个人。他是道具、棋子，最
终是媒体战争的烈士，在其中敌人的残暴必须始终被充分展示。他的生命是可抛弃的。他的死亡
是政治资本。使这一策略特别有效的是它颠倒了受害者和恶棍的角色。不是因为创造背叛、内部
混乱和绝望的条件而被追究责任，以色列可以将背叛的不可避免后果指向巴勒斯坦社会不可救赎
的证据。

公开的心理战

这不仅仅是猜测。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控制性泄露、选择性遗弃和叙事利用来操纵公众认知，使用
心理战（psyops）。从中央情报局到摩萨德，情报机构明白，战争不再仅在地面上进行——它在
思想中、屏幕上和通过头条新闻进行。

让合作者死亡——并确保他们的死亡是可见的——服务于多个目的：

恐吓：向加沙其他考虑合作的人传递信息——你们是孤立的。
去合法化：使以色列能够将巴勒斯坦抵抗描绘为残忍和无法无天的。
分散注意力：通过制造巴勒斯坦人必须为自己辩护的争议，转移对以色列战争罪行的关注。
分裂：在巴勒斯坦社会中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助长无人安全的信念，即使在他们自己人之间
也是如此。

西方媒体的选择性愤怒
如果你关注国际主流媒体对加沙战争的报道，你可能会认为最紧迫的人权问题是少数所谓合作者
的处决。这些案件——以戏剧性的镜头、经过重度编辑的头条和严厉的道德化播出——主导了西
方新闻网络的片段，充斥了社交媒体，并引发了关于所谓“巴勒斯坦社会野蛮”的无休止争论。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死亡——仅在过去两年内，以色列军队杀害了超过67,600人——
以一种官僚式冷漠被报道。如果有提到，也只是作为埋在关于以色列人质、军事行动或“哈马斯
基础设施”头条下的统计数据出现。

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编辑疏忽——这是叙事工程。



为什么6、10甚至20个合作者的处决比数十万平民死亡产生更多头条？答案在于国际媒体如何被
调教为将以色列的苦难人性化并将巴勒斯坦抵抗定罪，而巴勒斯坦的死亡被描绘为可疑的、偶然
的或不幸的“不可避免”。以色列导弹袭击导致的巴勒斯坦人死亡被报道得像天气事件——悲惨，
但非个人化。然而，巴勒斯坦人对合作者的处决却是道德剧场：为新闻主播、专家和政治家提供
机会，质疑整个民族的人性。

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数十年来去人性化、种族主义以及西方媒体与以色列叙事的意识形态、财务
和政治对齐的结果。报道的不平衡不是关于什么是新闻价值的；而是关于什么服务于主导权力结
构。

异常的耸人听闻，常态的抹杀

处决令人不安，值得审查。但在加沙，它们是例外，而不是规则。以色列的空袭却是常规，即使
摧毁整个社区，也常被描述为“精准打击”。这些袭击杀害了数千名儿童，夷平了医院，并使人口
饥饿到大规模流离失所。然而，工业化、国家批准的杀戮的残暴不知为何比一个疑似叛徒在战火
蹂躏的街道上的游行获得的感情报道更少。

为什么？因为合作者的叙事服务于一个目的：它确认了西方根深蒂固的偏见。它讲述了一个安慰
性的故事，巴勒斯坦人是问题，即使在他们自己的苦难中也是如此。在这里，哈马斯——进而是
所有巴勒斯坦人——是非理性的、报复性的，不配得到其他地方受害者获得的同理心。

这不是新闻——这是意识形态维护。

结语
在过去两年中，故事一直通过占领者的视角讲述，而不是被占领者。

我们目睹了合作者——外部力量的工具——被推上舞台中央，而埋在集体坟墓中的儿童变得无
形。我们听到“文明”这个词不是作为行为的标杆，而是作为种族和政治优越感的徽章。我们看
到对正义的呼声被扭曲为宣传工具——不是为了保护弱者，而是为了深化他们的去人性化。

哈斯巴拉叙事依赖于这种颠倒。它在混乱中蓬勃发展——在被殖民者必须始终证明他们的痛苦、
愤怒甚至存在的信念中。当合作者被处决时，那是野蛮；当加沙被轰炸时，那是安全。当巴勒斯
坦人抵抗时，那是恐怖主义；当他们无声地死去时，那是和平。谴责无能者的生存而原谅强者的
杀戮的道德秩序根本不是道德秩序——它是由帝国书写的剧本，由媒体上演，并被那些对废墟中
的倒影过于麻木而无法看到的人消费。

合作者的处决是崩溃的症状——一个法律和秩序被轰炸成灰烬的世界。

它们不是巴勒斯坦野蛮的证据，而是强加于巴勒斯坦的野蛮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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